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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
———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王 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

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

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

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

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

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

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

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

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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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迈入脱

贫攻坚阶段。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头号工程。据统计,全国约1000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搬迁,搬迁规模

占贫困总人口的近1/5。当前,“搬得出”任务将要

完成,即将全面迈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能致富”
“可发展”的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长

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搬迁阶段的计划、动
员、安置地点建设、实施搬迁,还包括安置阶段的环

境适应、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治理转

型[1]。贫困人口在搬迁阶段的“搬得出”,能缓解贫

困空间对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却只是

贫困治理的第一步。换言之,安置阶段的“稳得住”
“能致富”“可发展”才是长效减贫的关键。由此,探
讨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在后搬迁时代实现长效减贫,
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2020年之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我国易地扶贫搬迁30余年的实践经验,可

以发现长效减贫的实现并非易事。例如,在最早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三西”地区,贫困仍是一些移民

村正在攻克的难题[2]。由此,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

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为何难以实现长效减贫,形成3
种基本分析路径:(1)政治权变分析路径,认为压力

型体制中的基层政府有自身的主体性与利益诉求,
催生出政策执行的变通性并在许多情况下阻碍长效

减贫的实现[3-4]。(2)生计分析路径,认为易地扶贫

搬迁在总体上改善了移民的生计状况,但是部分移



民因生计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陷入贫困[5-6]。(3)社会

网络分析路径,认为安置阶段移民社会网络断裂是

影响移民社区融入、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7-8]。针

对上述阻滞因素,学者们提出改善扶贫瞄准机制[9]、
实施差异化搬迁政策[10]、优化基层治理能力[11]、增
加安置阶段的政策扶持[12]、改善移民生计空间[6]、
强化产业支撑[13]、建构移民社会网络[14]等政策建

议。不过,政策建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需经过进一

步探讨与检验[15]。
综上,既有研究强调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迁移

与再造整体性地改善了移民群体的生计状况,同时

存在诸多阻碍减贫目标达致的因素。然而既有研究

对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缺乏深入分析,过度强调发

展干预造成“制度”与“生活”的对抗,忽视两者在地

方实践中融合的可能性。此外,已有研究对移民安

置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属性关注不够,很大程度上

忽视了社区生成的行政主导性、社区原子化、定居不

稳定性、社区共同体意识缺失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

属性所导致的社区治理复杂性,较少关注社区组织

化所能发挥的减贫作用。基于此,本文引入社区营

造视角,聚焦于高原藏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A县的

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通过剖析“过渡型”移民安

置社区营造,以阐释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

实现长效减贫。

二、“过渡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
一种分析路径

  作 为 一 种 社 区 发 展 理 念 与 实 践,社 区 营 造

(communityrevitalization)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英美,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广泛实

践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旨在解决城市化进程相

伴生的“乡村过疏化”问题。广义范畴,社区营造是

指针对不同社区的历史传统、区位环境、发展阶段和

现实特征,通过营造社区居民共同关切的公共性议

题,发起持续性的集体行动,推动居民的积极参与和

群体性互动,建立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

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以提高居民及社区共同体

的生活福祉[16]。在理念上,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

营造强调在外部力量有限干预的情况下,通过社区

社会资本“自下而上”的培育以及社区发展能力的提

升,营造新的社区共同体、新的“人”新的“文化”,最

终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17]。不过,
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以国家与社会分离基础

上的社会运动为核心,难以契合我国大陆地区社会

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治理情境,需要在批判、反思外来

社 区 营 造 理 念 的 基 础 上 探 索 本 土 性 的 社 区 营

造路径。
在我国贫困治理中,社区营造理念与农村精准

扶贫具有一定的价值契合性,体现为强调通过培育

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发展能力,进而促进贫困社

区的内源性发展[18]。特别是对易地扶贫搬迁而言,
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能力建设是推动易地扶贫搬迁

实现长效减贫的重要路径。这是由于,易地扶贫搬

迁的长效减贫在根本上依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的提

升,但是直接作用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发展

干预方式成本高昂且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
扶贫过程中,鉴于大量非到户性质的国家扶贫资源

在农村社区这一平台与贫困人口对接,可以借助社

区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将扶贫资源转化为减贫效

果[19]。此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一种建构在

贫困移民适应、融入新社区环境并保证生计安全基

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这种复合性的能力建

设需要嵌入移民安置社区的建设。
在脱贫攻坚中,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安

置社区是一种贫困移民因行政主导驱动的空间迁

移,需要进行生计转型与社会关联重构的非城非乡

“过渡型社区”,是形态区别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

区”并具有脱贫致富发展目标的“第三社区”。这是

由于,安置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主要采用分散搬迁、
集中安置的搬迁安置方式。安置之初,由于贫困移

民来源的分散性与异质化,以及社区生成的行政主

导性、移民之间社会关联薄弱、移民定居不稳定性、
社区共同体意识缺乏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属性,移
民安置社区的形态呈现为“过渡型社区”。基于“过
渡型社区”的属性,这类社区在安置之初发展能力较

弱,难以带动不同类型的贫困移民实现个体能力的

提升,需要进行社区营造。
在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中,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

联的关键性问题:一是社区发展问题,即如何在“外
源性”发展干预基础上充分激发社区内生性的发展

能力;二是社区发展的益贫性问题,即如何建构带动

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社区发展益贫机制。社区

54 第6期            王蒙: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



发展层面,基于移民安置社区的过渡型属性,社区发

展是一种糅合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

的综合性发展。社区发展的益贫性方面,益贫机制

的建构聚焦于在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

之间建立内在关联。由此,移民安置社区营造应致

力于营造一种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紧

密勾连、相互促进的发展共同体。
基于移民安置社区营造目标,社区营造可以着

力于3个方面:(1)社区多元主体营造。易地扶贫搬

迁的长效减贫是一种以社区发展带动贫困移民个体

能力提升的减贫路径,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组织促

进外源性发展干预转变为内生性贫困移民个体能力

的提升。由此,长效减贫是一种组织化的减贫方式,
依赖社区多元主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有效地参与社

区发展和贫困治理。(2)社会空间营造。贫困移民

个体能力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

入、生计安全基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中,
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入、生计安全可以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空间生产中的社会空间营造获得实现。
(3)社会关联营造。贫困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体

能力的内核,关系着贫困治理由“输血”向“造血”转
变,是社区营造的落脚点。在地方实践中,社区营造

可以借助社会关联营造增强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

力(见图1)。

图1 集中安置移民社区的社区营造

三、社区多元主体营造:
组织化减贫中的贫困治理主体培育

  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A县在2016年先后建成

雅村、曲村①两个集中安置但无耕地的农村社区,于

同年完成545户2450人的移民搬迁工作。其中,

446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占 A 县总贫困人口的

33%;剩余98户是高海拔移民。雅村选址距县城5
公里,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全村180户739人均

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劳动力356人、党员26名。

曲村布局在A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附近,致力于

发展打工经济。在曲村365户1700人中,256户是

贫困户,剩余人口是高海拔移民。曲村有劳动力

830人、党员86名。搬迁之后,贫困移民的基本公

共服务有所改善,收入水平获得大幅提升。2017年

年底,雅村和曲村贫困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提

高至7100元和9969元,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

过,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作为新建的

过渡型社区,两村缺乏能够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致富

的社区多元主体,培育社区主体成为社区营造的首

要任务。
(一)基层党组织:脱贫攻坚中的党建引领与权

威建设

党建与扶贫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

八大以来中央高层与基层政府的共识[20]。在A县,

党建引领贯穿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既有实践过程。搬

迁阶段,党建先行充分激发了临时党支部的积极作

用。以雅村为例,安置点开工建设时,A县脱贫攻坚

办组织搬迁户中的26名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临

时党支部,推选出支部书记、纪律委员和宣传委员。

同时,第一时间下派驻村工作队协助临时党支部开

展工作。一方面,临时党支部联合迁出地乡镇与村

级党支部的骨干力量走访入户宣传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另一方面,为打消搬迁户对安置点工程质量、居
住环境的质疑,临时党支部从搬迁户中动员68名劳

动力在工地打工并担任工程质量监督员。此后,搬
迁户的搬迁积极性大幅提升。

安置阶段,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雅村和曲村

迅速组建了村两委班子。村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

充分发挥了政治与组织优势,夯实了社区治理的组

织基础。在实践中,村党支部的引领带头作用,依赖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党

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发挥。首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

网络建设与社区治理“双联户”工作②紧密结合,即
在村党支部的组织框架下成立若干党小组,由党小

组吸纳、服务于联户代表。借助该组织网络体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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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涉及到的村名和人名按照学术惯例已匿名处理。
“双联户”工作指“联户平安、联户增收”,以5~10户为一

个联户单位,通过村民选举产生联户代表,旨在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增强基层组织活力、拓宽致

富门路。



村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嵌入移民群体,推动“社情民意

一传到顶、政策措施一通到底”。例如,一些移民在

刚迁入新社区时有返迁意图。两村的村党支部通过

组织网络迅速掌握此信息,采取多元化的积极干预

举措帮助这些移民适应并安定下来。其次,借助乡

镇党委政府和第一书记的“传帮带”,将部分权力和

资源下放至村两委,两村村两委的治理能力与服务

水平有所提升,潜移默化地提升了组织权威。第三,
突出贫困党员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借助

优秀党员“典型”的模范作用推动“勤劳致富是美德”
的社区文化建设;同时,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职工

作,推动全体党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建设。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经济的脱贫带动

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是实现长

效减贫的必要条件。由于贫困移民的生产弱势、市
场弱势,加上社会网络断裂,以及可能在产业扶贫中

遭遇的“精英俘获”或“弱者吸纳”,发展集体经济成

为解决移民安置社区后续产业发展的可行路径。迁

业并重、产业先行是 A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原

则。在雅村和曲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成为“产业先

行”的重要载体。特别是雅村,以发展集体经济作为

主导产业。在安置点施工建设时,雅村配套建成产

权归属于村集体的藏鸡养殖基地、奶牛养殖基地、阳
光温室大棚和商品房,建设资金来源于A县统筹整

合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搬迁后,
雅村迅速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村党支部+村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迄

今,村集体经济在雅村移民脱贫致富中扮演关键角

色:其一,长期稳定地带动社区就业,吸纳本村近

160名劳动力,工资为1500~2500元/月;其二,向
社区移民分红,2017年分红金额为2264元/人;其
三,经营利润的10%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三)村民经济合作社:社区自组织的发育

自组织是推动社区秩序形成、激活社区发展动

力的重要力量,对于移民安置社区更是如此。不过,
自组织的形成虽内源于拟结合的人群产生集体行动

的需要,良性的自组织化则依赖于信任、声誉、互惠

等组织机制的建构[21]。在雅村和曲村,新生社区薄

弱的社会基础,抑制自组织的形成。不过,社区良好

的发展环境能够大大激发移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

盼,成为推动自组织发育的内生动力。例如,曲村村

集体经济规模较小,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完全解

决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这种情况下,曲村藏族妇

女卓嘎组织本村22名留守妇女,成立阿玛拉手工编

织合 作 社,2017 年,合 作 社 带 动 社 员 人 均 增 收

约6000元。

四、社会空间营造:
促进社区融入与保障生计安全

  空间具有物理与社会二重性的结构特点,即物

理空间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基础,社会空间实践建

构了物理空间的类别意义及其社会性[22]。作为一

种空间再造过程,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营造同样兼

具物理性与社会性。其中,物理空间营造集中在搬

迁阶段,主要呈现为以政府、专家为主导的社区物理

建筑的规划与修建。安置阶段,易地扶贫搬迁的空

间再造聚焦于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营造,在社

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并保障其

生计安全。
(一)制度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的秩序生产

制度是文化、价值与程序规范的整合,社区制度

是社区秩序生产与延续的基石[23]。移民安置社区

的秩序生产依赖于社区制度空间的营造。在雅村和

曲村,社区制度空间营造是一种制度的文本生产与

空间扩张相互关联的实践过程。制度的文本生产层

面,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制定维护村庄秩序的村规民

约。村规民约涵盖日常行为规范、社会治安、公共活

动、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涉及几乎所有与村民公共

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务。同时,村规民约包括一些

违规处罚,带有乡村“司法”或习惯法的特点。同时,
配套出台“大健康银行”制度,以银行储蓄形式,将社

区移民遵循与违背村规民约的行为计入搬迁户的

“大健康银行储蓄卡”,形成可储蓄的虚拟“健康币”,
移民可根据健康币额度向“银行”申请帮助或兑

换物品。
制度的空间扩张层面,采用制度宣讲、制度上

墙、树立典型等方式,推动村规民约和“大健康银行”
两种制度能够在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中有效运

行。例如,村干部和联户长会挨家挨户宣讲村规民

约和“大健康银行”制度,让村民能够熟知村规民约。
对于表现优秀的村民,村委会除了通过“大健康银

行”给予物质奖励,还会在召开村民大会时给予表

扬。经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绝大多数社区移民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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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村规民约并在日常行为中予以遵循。例如,许
多移民在迁入新居之初延续原有不良的生活“惯
习”,不太注重房前屋后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胡乱

堆放垃圾。通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社区移民逐渐养

成每星期定期打扫房前屋后的习惯。
(二)公共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中的移民社

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社区居民间的心理需要,也是产生

社区归属感的必要条件[24]。安置之初,社区原子化

阻碍移民社会交往并影响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
在陌生化的社区情境中,营造公共空间能够促进移

民社会交往、提高移民社区适应性并增强社区凝聚

力。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形成于村庄公共生活,是
社区内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物理空间,内嵌有制度

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并且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

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25-26]。在雅村和曲村,公共空

间营造呈现为“自上而下”行政干预路径与“自下而

上”社区内生路径的交互融合。行政干预路径层面,
村两委组织了丰富的社区活动,包括藏历新年、迁居

纪念日、雪顿节等节日的庆祝活动以及定期举办的

职业技能培训、物资交流会、赛马大会、文艺演出、爱
心义务剪发等。

社区内生路径层面,受藏族传统文化熏陶,村民

会自发性地营造一些娱乐性、生活性的公共空间。
例如,迁入新村之后,移民每天傍晚会自发地在社区

广场跳锅庄,形成了新的社会交往。同时,本地藏民

有泡茶馆喝甜茶的传统。在 A县扶贫部门的帮扶

下,雅村和曲村每村都有1~2户在社区内经营茶

馆,茶馆也成为移民日常交往的重要平台。总之,移
民安置社区中交互共融的公共空间营造,为移民提

供了社会交往场所,促进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以及

社会网络重构。当前,移民之间已经出现互助行为,
邻里之间会在婚丧嫁娶、遇到急事难事时予以帮忙,
也存在人情往来。

(三)生计空间的营造:削减移民生计脆弱性与

保障生计安全

生计空间是移民生计活动的行动“场域”,是一

种包含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

的复合空间[6]。搬迁之前,生计空间的结构性障碍

诱致的高生计脆弱,是驱动大多数移民进行搬迁的

核心动力。不过,搬迁之后的生计转型,可能会增强

移民的生计脆弱性[27]。因而,在安置阶段,营造保

障移民生计安全的生计空间,关系着移民的安居乐

业。在A县,在扶贫部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雅村

和曲村营造了保护性生计空间。其中,雅村保护性

生计空间的营造主要体现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尽可能为社区移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曲村保护性

生计空间的营造着力于建立村两委与产业园区用工

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及时了解社区移民的工作困

境并提供技术培训、劳资协调等帮扶。同时,雅村和

曲村整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资金与集体经济公

益金,提供社区公益性岗位,吸纳部分留守社区的劳

动力。简言之,两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通过建

构具有发展包容性的社区制度,发挥了社区的支持

与保护作用:帮助因缺乏市场机遇而陷入贫困的社

区移民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发展机会;建构保护性

的社区机制,帮助市场能力不足的社区移民在市场

之外获取就业机会,保障此类群体的生计安全。

五、关联营造:嵌入社会关系的

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移民安置社区营造,通过营造社区多元主体与

公共空间,推动过渡型社区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同
时,通过营造生计空间,促进此类社区转变为经济共

同体。不过,如果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仅停留于生活

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营造,易地扶贫搬迁的“造
血”能力难以激发,阻碍长效减贫目标的实现。由于

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移民个体能力的内核,社区营

造要以提升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作为落脚点。基于

此,社区营造可以将关联营造作为核心。关联营造

是人们建立、维持、调试、转化并终止人际关系的创

造性工作[28]。雅村和曲村的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

之间建立利益紧密的社会关联,并依托具体的社会

关系带动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一)社会关联营造: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社会

关系建构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起点,行为实施的方式和方

向受社会要素决定[29]。城乡社区中,利益关联能够

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30]。对于后发型社区,营造社

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在整合社区资源并强化

社区内部社会关联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行动,从而激

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雅村和曲村的公共空间营

造虽然促进移民社会交往,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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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松散,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得到充分激发。
因此,两村在营造社区主体与社会空间之时,同步推

动了社会关联营造。雅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

制度化、直接性的共同利益营造。通过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社区移民被赋予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等权利,集体经济发

展成为移民的共同利益。同时,村集体经济分红是

大多数移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移民因村集体经

济的经济利益形成较为紧密的利益关联。同时,雅
村近160名社区劳动力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就

业机会,他们更加依赖村集体经济,群体内部形成了

更加紧密的利益关联。
曲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村两委建构利益

连带机制。这是由于,曲村集体经济规模小而难以

在社区内部催生出紧密的利益关联。村两委作为社

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同时负责与就业扶贫

单位的沟通协商并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劳动技能培

训。因此,当村两委与用人单位协同在社区移民之

间建构“先进带落后”的“传帮带”机制时,绝大多数

社区移民因与村两委、用人单位存在紧密利益关联

而采取配合行为。总而言之,借助紧密共同利益的

营造或利益连带机制的建构,雅村和曲村松散型的

社 会 关 联 已 经 转 变 为 凝 聚 紧 密 利 益 关 系 的 社

会关联。
(二)嵌入利益紧密社会关系中移民自我发展能

力的共同提升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实现

长效减贫的关键。当前,政府重视并强化对贫困人

口“志”与“智”的激发,扶持效果却可能因自上而下

的扶持举措“脱嵌”于乡村社会而大打折扣,需要充

分激活乡村社会内部的支持性力量。在雅村和曲

村,关联营造建构了利益联结紧密的社会关联,社区

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能够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

“传帮带”。具体而言,两村社区移民在搬迁之前大

多是依靠农牧业为生的传统农牧民,在搬迁之后转

型为从事现代农牧业生产的产业工人,这种生计转

型需要提升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过,由于农牧

民受教育水平低并且延续着传统生产惯习,其需要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掌握新技术、
养成新习惯。

在雅村和曲村,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主
要借助互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首先,扶“志”方面,

除了营造鼓励脱贫致富的社区文化,还借助邻里、亲
朋、同事的柔性帮扶。例如,曲村有一位男性劳动

力,工作时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用人单位的不

满。村两委了解该情况后,积极动员邻里开展柔性

帮扶。在柔性帮扶中,这位村民坦露喜爱喝酒是自

小养成的习惯,很难完全戒掉。后来在邻里持续性

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的酗酒行为有所改善,工作表现

良好。其次,扶“智”方面,社区移民对技术培训中知

识、技能的消化吸收,主要归功于社区业务骨干在日

常工作中的一对一“传帮带”。例如,雅村藏鸡养殖

主要采用半机械化操作,大多数社区技术员的操作

技能学习依靠“师傅”的“传帮带”;社区养殖人员工

作纪律的养成亦是借助合作社管理者、小组长、先进

工作者循序渐进地示范、引导与督促。

六、结论与讨论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可以借

助增强社区发展能力,以社区组织化减贫路径带动

贫困移民提升个体能力。由于移民安置社区是一种

过渡型社区,提升社区发展能力并非易事。本文对

A县两个集中移民安置社区的社区营造进行剖析发

现,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

的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由过渡型逐渐转变

为发展共同体,是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减贫的可

行路径。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发展能力提升

需要组织载体,因而着力营造了基层党组织、村集体

经济组织、村民经济合作组织等社区多元主体,进而

激活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其次,易地扶贫

搬迁长效减贫所依赖的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

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社区适应、融入以及生计安全

基础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在社区营造中,通过

社会空间营造着力于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和生

计空间,可以在社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

社区适应、融入并保障其生计安全。第三,通过共同

利益或利益连带机制的社会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

之间建构紧密的利益关联,并借助具有紧密利益关

联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能够促进社区移民

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总之,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

位一体的社区总体营造,移民安置社区属性由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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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发展共同体转变。进一步而言,社区发展共同

体是一种复合性的共同体,包括如下社区特质:一是

社区生活共同体,即社区移民之间逐渐形成紧密的

社会和心理关联;二是社区经济共同体,即社区经济

能够持续发展并且助力于移民的生计安全与福利水

平的提升;三是社区移民能力建设共同体,即通过社

区移民之间的“传帮带”,促进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

共同提升。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共同体的社区营造,

社区移民的脱贫发展不再是一种原子化的发展,社
区发展与移民个体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社区发展对

移民的个体发展给予支撑,移民的个体发展聚合形

成支撑社区发展的强劲动力。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内地易地扶贫搬迁地

方实践中的社区营造不同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

社区营造,亦不同于我国内地城乡社区推进的一般

性社区营造。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强调

国家与社会在社区层面实现互构共生,并非社会运

动路径或自组织培育路径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分

离。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对社区社会资

本与发展能力的培育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培育路径。

其次,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在易地扶贫搬迁的

社区营造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种营造主体选

择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体国家的制度优势在地方实践

中的行动表达。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并在

农村社区以及部分由农村社区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种制度优势能够将社区居民

的共同利益更好地聚合,有助于形成推动社区共同

发展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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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AchieveLong-termPovertyReductioninRelocationPoverty
AlleviationinthePostRelocationEra?
———BasedonthePerspectiveofCommunityBuilding

WANG Meng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Develop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relocationpovertyalleviationinChinaisabouttoenterthepost-relocationerawiththegoal
of“residencestability”“gettingrich”and“abletodevelop”.Theachievementofthegoaldependsontheconstructionofa
long-termpovertyreductionmechanism.Basedontheperspectiveofcommunityconstructionandthetypicalcasesinthe
localpracticeofrelocationpovertyalleviation,thispaperarguesthatthe“transitional”resettlementcommunitytransfor-
mingintoadevelopmentalcommunitythroughcommunityconstructionisafeasiblewaytoconstructalong-termpoverty
reductionmechanism.Inotherwords,theconstructionofresettlementcommunityfocusesonthreelevels:thelevelof
communitysubject,theconstructionofmultiplecommunitysubjectsandpromotionoftheirparticipationincommunityde-
velopmentandpovertygovernance,soastostimulatetheimpetusoforganizedpovertyreductionwithinthecommunity.At
thelevelofsocialspace,multi-dimensionalspacessuchasinstitutionalspace,publicspaceandlivelihoodspaceshouldbe
createdtopromotecommunity-basedproductionin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order,communityintegrationandliveli-
hoodsecurity.Atthelevelofsocialconnection,itisnecessarytocreatecloseinterestrelationsandpromotetheself-devel-
opmentabilityofimmigrantswiththehelpofspecificsocialrelations.Throughthetriadofcommunitybuildingwith
“communitysubject-socialspace-socialconnection”,thedevelopmentorientationofimmigrantsettlementcommunityisnot
onlyalifecommunitycommittedtostrengtheningthesocialandpsychologicalconnectionofcommunityimmigrants,but
alsoacommunitydevelopmentcommunityintegratedwithcommoneconomicdevelopmentandabilityimprovement.

Keywords:post-relocationera;transitionalcommunity;communitybuilding;developmental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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